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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么“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

发布日期：2008-01-23  作者：新京报记者 张弘

【打印文章】

杨义先生在现代小说、古代小说、李杜、楚辞等领域均具有相当的学术贡

献。  

新京报记者 李志岩 摄 

   ▲杨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在海内

外出版著作30余种。《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150万字）为“十年磨一

剑”的力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创造了“以图出史、图文互动”的

文学史写作模式。1990年以后，杨义进入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开

始贯通古今的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叙事学》、《楚辞诗学》、《李

杜诗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

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等。  

 

 

三本新书 

“三胞胎”有了打通古今的大模样  

 

  谢谢大家来听我的讲座，最近上海三联书店同时推出我的三部学术文化著作：《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京派文学与海派文

学》、《中国古典小说十二讲》。他们是我的学术“三胞胎”。  

  这是三本写作很早，但二十年来一直有人在寻找和阅读的书。《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一书写得最早，它是从文化的角度，把

我用力最深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翻过一面来看，是与《中国现代小说史》相辅相成的一部“别史”。“别史”特别的地方，在于综合

和深化，别开生面，既可以看到他们的时代共性，又可以看到他们互有区别的个性。  

  翻过一面来看是一种创新的思维，把握重点仔细深入地看，也是一种创新的思维。关键在于选准重点，选准那些最有学术生长可能

和最有文化内涵的重点。《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题目的确定，就是采取把握重点仔细深入地看的创新思维，就是问题意识和问题到位

意识的体现。1987年冬，我已写完《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正好有一家出版社向我约稿，我思考了刚刚研究完的20世纪30年代的文

学，觉得当时学术界还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京派作家群和上海新感觉派，而这两个流派的研究将会改变我们对30年代文学总体格局的理

解。因此我花了三个月写成这部《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对这两个地域性文学流派的文化起因、文化类型、文学主题、审美风格、它

们与中外文学的关系、它们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命运，进行了往返比较，随意面谈，注重趣味的解读。  

  除了前面两种创新思维之外，第三种创新思维是跳跃着看。跳跃思维是对文学整体观的有效的实施。《中国古典小说十二讲》打通

了我国二千年的古典文学中小说的文言系统和白话系统，实际上是以问题和名著为中心的简明的小说通史。我从现代文学研究向古典文

学研究跳跃，跳跃思维的内在逻辑选择中，确定两个领导现代小说和古典小说之间有内在关联的较接近的山头，避免了距离过大而跌

倒，采取的是“小风险的精神冒险”策略。有了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这双重知识领域，学问就在古今贯通中开始出现大模样了。  



文学地图 

“重绘文学地图是“打眼”“连片”的过程样  

 

  我自从2001年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持续不断地付出七年多的努力，“文学地图”这个概念已广为知识界使用。那么

落实“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抱负和设想，是否只须依靠前面这种“三胞胎”图书的“翻转中求新”、“重点中求深”、“跳跃中求

大”之类的创新性思维就可以奏效呢？问题绝不会如此轻松。更根本的是长期坚持不懈地，大量地搜集、阅读、整理、消化浩瀚的文学

和文化的历史文献，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最好能够对其原始资料竭泽而渔。这样你的翻转，你的选择，你的跳跃打通，才能有一个结实的

根基。这就是说，我们还要加上一条原则中的原则：“苦学中求实”。  

 

  当然，在确定“苦学中求实”的原则作为根本的基础上，上述求新、求深、求大的创新原则的功能也是不容小觑的。我写出《中国

叙事学》对古今小说系统，或者还包括一些历史和戏剧系统的作品，进行一番学理总结之后，又转移或跳跃到诗学系统，陆续选择出秦

和盛唐的两个文学重点，写出《楚辞诗学》和《李杜诗学》。在这些研究中，“四求原则“是互济互补，相与为用的。通过《楚辞》研

究牵动对先秦文献的广泛考察和对楚国考古成果的深刻体验，通过对李杜诗的研究，系统地阅读和梳理汉魏六朝的文学文化文献，这就

有如围棋布局做眼一样，在上古和中古的文学文化研究中布下两个极有文化意义和生命活力的“眼”。上古、中古这两个文学研究的

“眼”与明清小说这个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布下的近古的“眼”互相呼应，时间上牵涉上、中、近三古，文体上兼及诗歌、辞赋和

小说，从丰富的维度上联系着中国文化精神和文化哲学。  

  同时，《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一个明显地有别于一般的现代文学史的特点，就在于它仔细地勾勒文学发展的时间维度的基础上，尤

为强调文学存在的空间维度。比如东北流亡者作家群，四川乡土作家群，京派与海派，大陆与台湾，甚至连左翼文学内部的上海、南

京、北平作家的同异；抗日战争时期，还关注到文化中的散落，关注到国统区、解放区、战区、东北沦陷区、华北沦陷区、上海孤岛、

华南作家群。这些都运用了地域文化的角度，或者已暗含着新文学地理学的雏形。当我出任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所长的

时候，自然也就深入考察文学的民族学的问题。为了把这些多学科、多领域、多维度、多层面的研究融会贯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重

绘中国文学地图”命题的提出，也就水到渠成了。  

学术方法 

文学田野调查及“五学”体制并举 

 

  近几个月以来，我思考了一种做学问的“五学”体制。章太炎1924年在《华国月刊》上发表一篇《救学弊论》，批评当时学校“务

于耳学”，注重听课堂讲授的学问，认为要阅读经史典籍，提倡“眼学”。其实，做学问的途径除了眼学、耳学之外，还有手学（动手

搜集整理材料之学）、脚学（动脚调查研究之学）、心学（动心用脑体悟思辨之学）。这就是眼、耳、手、脚、心“五学体制”，这五

种做学问的途径相互为用，既可以充分地调动人的身体的智的多种潜能，又可以广泛地接纳来自各种维度的多种形态的知识，进行比

较、对质、筛选、印证、融合，因而使学问处在立体空间而做大，处在对质状态而做深，处在运动过程而做新。五学并举，乃是做学问

的全身心投入，对学问则力求多维度的打通。  

  我是动脚比较勤的，我讲一个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说法，叫做“环肥燕瘦”，杨玉环是胖美人，赵飞燕是瘦女人，可以在

盘子上跳舞的。那么为什么汉朝喜欢瘦女人，唐朝喜欢胖女人呢？我经过走路和文献的结合，我跟你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后汉书》里

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楚王喜欢腰细的美人，宫里的人都节食，所以饿死很多。但是我们读先秦的文

献，楚王好的不光是后宫的细腰，《墨子》里面讲，楚王好士细腰，所以楚国的臣子都节食，每天都吃一顿饭，要手撑着地才能站得起

来，要扶着墙才能走路。我到徐州去看西汉时期的楚墓，也有兵马俑，但是每一个才六、七寸高，所有的士兵，包括骑兵都是细腰的。

所以我就怀疑，屈原用芳草美人之意把自己比成美人，把楚怀王比作男子，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纠葛，来比喻君臣关系，就是因为臣子是

女人化了。而且我也怀疑，屈原也是细腰。他戴着一个高帽子，而且佩着一把长剑，这个长剑还在腰间晃荡晃荡的，这不是细腰吗？如

果是粗腰，剑能晃得动吗？这样的材料可多了。所以，汉朝是楚风北上，因为刘邦和项羽都是楚国人，他们把楚国的这种风气带到宫廷

了，刘邦唱的《大风歌》就是楚歌，所以好细腰，好赵飞燕这样的瘦美人，是楚国人北上带来的风气。  



  还有一个例子，为什么唐朝的《莺莺传》后来变成了《西厢记》？《莺莺传》本来是始乱终弃，张生和莺莺的爱情，到宋元也很同

情莺莺。但是，在宋朝的礼学这个环境中，她不可能有好命运，因为我们汉族礼记里讲六礼，结婚要有六道手续，你一道手续都没有就

一起过性生活了，怎么行呢？它没有合理性。但是这个东西发生变化在哪儿呢？发在金。有情人终成眷属，后来还出现了红娘，还出现

了一个和尚，都是草根和尚，而且有情人终成眷属，为什么？就是因为金朝的契丹族的民间风俗、伦理观点影响了这个写作。  

  根据大金国志和辽史拾遗，金朝有两个风俗，一是穷人家的女子，到要结婚的年龄，就到街头唱歌推销自己，男方把她领回家之

后，觉得合适了才下聘。还有正月十五上元节，国家放一天的假，纵偷，这一天你去偷人家的金银财宝，偷人家的妻妾，政府不过问，

甚至偷得越多越有本事，这就是抢婚制度的产物。在这种风俗下，你这个始乱就不成为问题，它给你提供的伦理的合理空间使你可以，

没问题，你去结婚吧。所以，金朝出现的《西厢记》，后来还有蒙古文进来了，还有王实甫的《西厢记》，这个东西好像还是很光荣的

事情，大家都好像觉得才子佳人千古一遇的事情，但是在北宋、南宋这个体制里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少数民族改变了文学的轨迹。  

文学图志 

图志为我们提供了原始的文学现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和“五学”并举的治学体制的采取，尤其是长期坚持文学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开创文学图志

学。文学图志学是我1992年写《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开始采用的，想不到这一启动，就启动了一个潮流，一个以图讲史述学的潮流。

有必要说明的是，图志学不是简单随意地找到一张图就往书里插的技巧，而是一种专家之学，由专家穷年累月地广泛搜集研究，百里挑

一地选出那些最有价值、最会说话的原始图片，并使之与文字互动互释的一个精到的互文系统。由于这“三胞胎”图书都是插图本，我

想讲讲文学图志的一些学理。  

  首先，图志学是把样式丰富的原始图画视为包含着巨大信息量的文化载体和文学史原始材料。这就为文学史、文化史研究，开拓出

一块极有意义内涵的妙趣横生的肥沃国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学史、文化史资源的观念。我曾经在《中国新文学图志》中写了《阿

Q相种种》，选录了丰子恺、蒋兆和、丁聪、赵延年、范曾等人的阿Q像八种，由于时代和画家个性，八个像八种模样，相互比较可以体

会到接受美学上的种种妙谛和妙趣。  

  其次，图画绘文学史提供多维度的文化意义。图画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图画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包括国度）、不同文

化层面，采取不同的图画样式，千差万别地以构图、线条、色彩、情调阐释着文学作品的意义和趣味，非常生动，直观地进入读者的感

觉和理智的世界。我们看《中国古典小说十二讲》中的插图，明朝万历刊本的《三国志传评林》刊载的“刘关张桃园结义”图，三人巾

长袍，设乌牛白马，正摆香案祭天地，远处是三株桃树。除了刘备、关羽拱手拜天，张飞甩袖须略显鲁莽之外，这里江湖仪式还逸出几

分儒雅气。而十九世纪日本浮世绘的“桃园祭天地结义”，三人的服装已不寒素，而是带有王者名将的繁重，关羽坐势如天神，张飞环

目虎须秃顶，已带日本武士的凶猛状。深追下去，画面的儒道气味或武士道气味，折射中日不同接受主体对中国民间影响深远的结拜仪

式的不同解读。  

  其三是图与文组合成互文性的审美现场。图画在直观中使人有如临其境的现场感，尤其是那些离文学文本时代较近，又注意写实的

绘画。它们画上的建筑结构，人物发型衣饰以及名物仪式，都留住了昨日的文化形影。各类图画与文献记载，文学描写相参照，也引发

人们思考其中的历史真实性和想象自由度的张力。孙悟空，清代陕西凤翔有《庇马温》的年画，画了大松树下一只毛茸茸的大猴子，拿

着一颗硕大的桃子，肩膀上扒着小猴儿，手指怯生生地指着那桃子。年画是充满童趣的，但它反映了民间因孙悟空曾被玉皇大帝封为弼

马温，把这幅年画贴在牛圈马棚上作为牲口的保护神。  

  直到今天我还走在通向“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途中，因为要为振兴中的中华民族绘制一张完整、深厚、真实、精彩而体面的文学

地图，作为我们精神的根据，作为我们跟世界对话的一个文化的身份证。所以文学地图的概念，是我们国家在现在作为一个现代大国，

它复兴了，它崛起了，必须要有一个精神的标志，来显示我们大国的文化气象。  

 

■ 现场问答 



文学史不应该互相重复  

  听众：请您比较一下您的现代文学史观与内地的严家炎先生和海外夏至清先生的异同。  

  杨义：我是主张，这么大的国家，这么丰富的文学材料，它的文学史就不应该互相重复。很可惜，我们现在的文学史，东抄抄西抄

抄，材料都差不多。一讲重写，就是观念上变，昨天讲这个材料，说是浪漫主义的，今天讲它是启蒙主义的，明天讲它是现代性的，没

有把我们整个文学的维度展开来。同时，我主张，搞文学的人，如果自己有精力有能力，不要一辈子搞一点点东西，一个这么大的民

族，这么多好的风光，我为什么要坐在我自己盖起的房子里，这地方装修一下，那地方装修一下呢？走出去，到处都是美丽的风光。  

鲁迅和孔夫子不应成世仇  

 

  听众：如何评价金庸的文学地位？  

  杨义：应该说，金庸先生做出了他的贡献，世界上不要要求每个人的贡献都是一样的，能够写出书来，对中国的文化有些好处，不

是毒药，就行。他这个书，你看了是不会学坏的，也不会看了这个书，就想要当侠客。严家炎在这里做了一个很有勇气、很有理论深度

的工作，就是在北大的讲堂中讲了金庸。我们中国的文化存在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要用一种特种的文化观念把这个文化存在支离破碎

呢？我觉得我们将来会包容起来的。鲁迅和孔夫子，你整天让他们两个打架干吗？都是我们民族的伟大人物，鲁迅和孔夫子是可以沟通

的，如果有这种意识，我们的民族就是大民族，如果鲁迅和孔夫子永远是世仇，我们就是一个很偏狭的民族。  

历史与文学，反差之中有学问  

 

  听众：您讲到实地去看，比如看当时的霸王别姬，说当地人谈这个事怎么样，但是现在上千年了，当地人说的话和当时有什么关

联？  

  杨义：我觉得，写文学史，要写点掌故，虽然很多是经不起历史考证的，但是你考察它的时候，还要了解为什么不存在这个东西。

你要问问，为什么没有这个事还要无中生有？这就是精神现象了。所以唐宋人造出一个李白写《清平乐》这个东西，这样一个传说，它

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现象。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这个反差正是文学史家要解释的一些问题。  

  这并不是说我记那个东西就是相信他斩白蛇，那是刘邦自己造出来的，也可能是刘邦的哥们造出来的，他要拥护这个人。还有大泽

乡起义，说什么陈胜王，在鱼肚子里面塞一个东西，他当时为什么塞？为什么我现在不在鱼肚子里塞“杨义马上要评研究员了”呢？我

们要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它的真实情况是什么，为什么要造出这个东西？这里面就给你的解释增加了更多的难度和更加丰富的维度。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明末衍庆堂刊本《喻世明言》藏本公文书馆）。  



 

刘关张桃园结义（明万历刊本《三国志传评林》)。  

武松打虎（明万历客与堂刊本《忠义水浒传》）。  

原文链接：点击查看>>

文章来源：新京报20071212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专题理论与方法论的相关文章

· 《MLA文体手册和学术出版指南》（第二版

· 亟待正视的学术规范问题

· 把文学研究做厚做深做大做活

· 实践中传承 传承中保护 浅谈非物质文化遗

· 文化的乖离与重构




